
《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

王 利 华

摘　要：战国、秦、汉时期，“农本”经济定型发展，国家政治趋于一统，关

于自然季节变化的地方性经验知识、列国诸侯 “时宪”和诸子 “时政”思想，在

《吕氏春秋》中被整合为一套顺时施政的政治礼制，汉儒摘编成 《月令》并纳入

《礼记》。汉代以后，《月令》相关著述大批涌现，思想知识逐渐传播、下移，对传

统社会的环境适应、生产生活和岁时风俗，都发挥了重要塑模作用。《月令》将天、

地、生、人视为紧密关联、相互因应的统一整体，构设了一套社会节奏顺应自然节

律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蕴含着尊崇自然、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深层生态伦理，

这是它的环境历史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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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礼记·月令》作为儒家经典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在古代时令类文献中最具权威
性，两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圭臬。它以一年十二个月为一周期，以众多自然现象 （包
括天文、气候和生物）作为指时标识，对天子生活和百官政务逐月进行严整安排，

设计了一套相当理想模式化的国家时政礼制。自２０世纪以来，多个领域的学者都对
《月令》作过研究，认识角度不同，论说各有侧重，自然就有不同评价：政治史家视
之为一套古老的国家时政规范；① 哲学史、思想史家认为 “《月令》图式” （或云
《月令》模式）对古代世界观、思维方式具有支配性影响；② 科技史、农业史和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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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华北环境变迁史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ＡＺＤ０５０）中期成果
之一，曾提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
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 “天人之际：史学视阈下的自然与社
会”参加讨论。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幸蒙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批评和指点，谨致谢忱！
《月令》是一套顺时施政的古代政治规范，历史学者已有共识，但很少有人具体讨论它
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如何落实，近期邢义田、杨振红分别就 《月令》精神对秦汉国家政
治的影响进行了专门考察，取得了重要进展。详见下文。
冯友兰曾以 “《月令》的世界图式”为题，论述了它所反映的古代宇宙观。（冯友兰：



史家分别考察其天文、历法、农业和风俗史意义。① 近年来，环境史等领域学者频
繁征引 《月令》及其早期相关文献 （包括出土简帛），考察中国古代自然资源管理保
护思想、法令，高度赞扬其中所体现的古老生态思想智慧，既为 《月令》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更为环境保护找到了本土思想渊源，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论者要么
只注重自然资源管理保护一面，要么醉心于抽象的思想阐释和演绎，极少回到真实
历史情境之中揭示其思想知识源流、社会实践基础和影响。② 其实，在认识和处理
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月令》及其同类文献中包含着远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值
得深入发掘。

本文试从环境史角度重新解读 《礼记·月令》及若干早期相关文本，梳理其知
识思想衍生、整合和流传的过程，并揭示其核心价值和实际影响。敬请识者教正！

一、以万物为师：《七月》和 《夏小正》中的物候指时

由于地球公转和自转运动，苍茫大地昼夜更替、寒暑往来、草木枯荣、昆虫蛰
启、候鸟迁飞……都具有相当恒定的周期变化节律，对人类活动具有极其深刻的影
响———既影响个体生理变化，亦影响社会运行节奏。早在邃古时代，人类就开始察
觉某些星辰运动具有周期性，与大地环境变化之间有着恒定而神秘的联系。这些星
辰运动、特别是太阳位移和北斗转动，逐渐被当作时间变化的标识；而周围环境中
那些年复一年定期发生的现象也常成为人们把握自然变化、确定活动时宜的参照。

由于地理纬度、海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物种……千差万别，自然变化
的表现各不相同，故不同区域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时则乃至历法。

公元前８世纪到公元前２世纪，希腊、罗马人都记录了一些关于星象移动、天
气变化、植物生长和动物活动的古老知识，告诉人们要根据这些自然现象所指示的
时间，适时开展经济生产和其他活动，形成了各自的指时方法和活动时历。③ 同一
时代的华夏民族也创造了相当完整的时令体系，先民以万物为师，通过观察物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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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４４３—４５０页）金春峰称
之为 “月令图式”。（金春峰：《“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
哲学的影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
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２６—１５９页）傅道彬认为：“月令是一种时间结构，也是一种思维模
式。”（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北方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①　相关论著数量众多，如民俗史家萧放曾多次论说 《月令》模式对传统岁时观念、节日
风俗、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限于篇幅，不能详细罗列。
前人根据 《月令》研究先秦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管理的情况，参见王利华：《经济转型
时期的资源危机与社会对策———对先秦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重新评说》， 《清华学报》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



握自然变化，确定活动时宜。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特别是农业发展，时节划分渐

趋细化和明晰，以 《礼记·月令》为标志，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形成了完整统一

的时令知识体系。为了解其历史生衍过程，我们先对 《月令》之前的两个最重要文

本——— 《七月》诗和 《夏小正》略作解说。①

（一）《七月》中的物候与农事

一般认为：“夏历”是中国最古老的历法，其文献依据是 《大戴礼记·夏小正》。

不过，夏代尚无系统的文字，《夏小正》不可能是夏朝遗文。既如此，关于历法的最

早文字记录只能出自殷商甲骨卜辞。有学者根据卜辞探讨商代农业与历法的关系，

指出那时一年只分为春、秋两季，其中 “春”季在年尾和岁首，包括十、十一、十

二、一、二、三月，相当于夏历的二月至七月，“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季节”；“秋”季

则包括四月至九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至十二月和次年一月，为收获季节。② 可见

商代已经形成了简单的农时安排。

在传世典籍中，具备 《月令》雏形的最早文本是 《诗经·豳风·七月》。③ 该诗

咏诵了众多物候、农作和风俗事项，蕴藏着丰富的上古自然与社会信息。清人姚际

恒称其 “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 《月令》。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

书。流火、寒风，似 《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

狩猎、藏冰，祭、献、执功，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 《采桑图》、《田家乐图》、

《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④ 所列事项可以

按照月份划分为若干片断，已经具备 《月令》雏形，故闻一多称之为 “一篇韵语的
《夏小正》或 《月令》”。⑤

该诗记事并未严格按照月份先后顺序，亦非完全按照耕种、蚕桑、采集、狩猎、

功作、祭祀等事项分节，而是有些随意和跳跃，结构似乎不太严整。然而这些情况

既显示出其自然质朴的文化童真之趣，亦反映了其物候、时令知识的 “原生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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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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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２５页；Ｍ．Ｐ．加图： 《农业志》，马香雪、王阁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３４页；Ｍ．Ｔ．瓦罗： 《论农业》，王家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第５９—６７页。

①　先秦两汉时期涉及时令、时政思想知识的文献众多，零散言论随处可见，因篇幅所限，
既不能尽予征引，更无法一一专节讨论。但关键性的文本 （包括简帛）都尽可能予以
提及。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６６—３６９页。
关于该诗的写作时代及其所反映的地域，一向存在争论。一般认为是西周初期作品，
所反映的地域是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
姚际恒著，顾颉刚标点：《诗经通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１６４页。
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１页。



“民间性”。从环境史角度看，它还呈现了一个虽然简单、却相当完整的自然―经
济—社会系统。该系统包括众多植物和动物———有些已经被驯化，有的则属野生，

大部分具有经济意义，或为人们提供食物能量和营养，或提供衣料，或供药用，或
作薪柴和用于盖房；余者虽无显著经济价值，却以独特的形态、习性和行为指示着
时间变化，甚至影响着人们的情感。它们是豳地农业社会的自然生态基础。

该诗讲述了上古农民按时劳作的事实：正月修缮农具，二月下地，三月整理桑
树、采桑养蚕，七月至十月则是收获季节，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劳动，直到冬
季才熏鼠堙户、入室而处，但还要狩猎、习武和 “执宫功”（包括采茅、搓绳、修缮
房屋、藏冰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农家 “月历”。

最值得注意的是该诗叙事项与写景项之间的时间对应关系。写景项基本属于人
们称之为 “物候”的各种自然现象，其中鸟类物候有 “鸣仓庚”和 “鸣鵙”，昆虫物

候有 “鸣蜩”、“斯螽动股”、 “莎鸡振羽”和蟋蟀鸣叫，植物物候有 “秀葽”、 “陨
萚”。“春日载阳”、 “肃霜”、寒风 “觱发”、寒气 “栗烈”等则或可归入气象物候。

诗中虽未明言农夫就是根据这些物候来确定劳作时宜，但有充分理由做出这种猜想。

在古代物候历和时令文献生衍过程中，《七月》具有重要的文化发生学意义，其中的
不少物候在后世 《月令》类文献中频繁出现，一直被当作重要指时标识，与生产、

生活时令安排互相对应。这些情况说明：以自然万物为师掌握时宜、顺时而动的农
业社会生活模式，在 《诗经》时代已经胚胎初成。

（二）《夏小正》：以物候指时为主的历法

《夏小正》在中国历法、物候和天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得到学界公认。① 一

般认为：《夏小正》经文的撰成时间不晚于春秋末期。② 若将它与 《七月》诗对读，

就很容易注意到颇有相同的物候和农事。两者孰先孰后？是否存在承继关系？学界
仍有争议。

夏纬瑛曾对 《夏小正》经文作过系统考释，认为 《夏小正》早于 《七月》诗并
为后者所吸收。③ 章启群则认为：“《夏小正》虽然有夏代历法材料，但混杂了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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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个别学者断然否定 《夏小正》的价值，认为它 “是纯儒礼家的弃材，形古而实不
古。它的物候，主要来自 《七月》和 《月令》，它的天象，主要来自 《月令》和某种斗
建的资料。”（何幼琦：《〈夏小正〉的内容和时代》，《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陈遵妫曾指出：“尽管这书作于西周至春秋末叶之间，也可能为春秋前期杞国人所作或
春秋时居住夏代领域沿用夏时者所作，但其中一部分确信是夏代流传下来的。” （陈遵
妫：《中国天文学史》第１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００页）李学勤断
言 “其经文不会像一些学者所说晚到战国时期。”（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古文
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２页）
夏纬瑛认为：《七月》诗并非反映豳地的情况，亦非周公和西周初期作品，而是鲁僖公



时期的一些思想，成书可能较晚。《七月》可以基本确定为西周作品”。“《豳风·七
月》可以说是 《月令》的最早形态， 《夏小正》居中， 《月令》在某种意义上则是
《豳风·七月》的终结形态，而且成了一种模式，一种上古天人关系的模式。”①

在笔者看来，与其纠缠于两者孰先孰后，倒不如考虑另一种更大可能性：夏人
与周人，由于生活地域不同，原本就有各自的时历，且都以物候指时为主。虽然后
来 “夏历”名气越来越大，直至被目为古代历法正宗，但孔子之杞得 “夏时”的史
实证明：春秋时期它只在杞国沿用，不过是一种地方时历，其他地区即便是有文化
的士人亦并不知晓。直到经过孔子整理、又被编入 《大戴礼记》之后，方才广为人
知。② 至于 《七月》诗中出现 “夏时”，可能是后来诗歌整理者的 “贡献”。

《夏小正》记载了５６个动植物物候，若将熊、罴、貊、貉、鼶、鼬的冬眠行为
和梅、杏、杝桃的开花现象按不同物种分计，则一共记录了６４个物候，远远超过
《七月》。它还记录了２０个天象，亦是重要指时标识，与 《七月》仅有 “七月流火”

一项迥然不同。这无疑是得益于天文学的发展，一方面暗示它成书晚于 《七月》诗，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它的官方性质。此外还有五条气候记录。《夏小正》记载了３８项
经济和社会事务，与 《七月》大体相当，具体内容则差别较大。③

一直以来，学者多从天文学史角度研究 《夏小正》中的历法。事实上它仍然是
以物候现象作为主要指时标识，是一套以物候为主要内容的历法。全篇一共４１３字，

除去月份用字还不到４００字，记载物候就用了１７３个字，接近全部字数的一半，说
明物候具有更基础性的意义。

其中所载之物候，动物明显多于植物，达到４１个，说明所在时代和地区的人们
更重视动物物候。其中又以鸟类最多，除群鸟为泛指、黑鸟和弋所指不明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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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时期鲁国人取豳地歌调而作，具体时间当在淮夷侵杞 （夏人后裔）、杞人内迁而僖公又
征服淮夷之后，所载乃为淮海地区的物候，故 “有和 《夏小正》一致的地方”；至于
《夏小正》，若系杞国作品，必在杞人内迁之前，其历法或可向上推至夏朝末期。（夏纬
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６—８０页）

①　章启群：《〈月令〉思想纵议———兼议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赵敦华主编：
《哲学门》第９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册，第９９—１２８页。
《礼记·礼运》载 “孔子曰”：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 《小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卷２１ 《礼运第九》，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４１５
页）《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 《夏小正》云。”（《史记》
卷２ 《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９页）故古今论者多将夏历与 “杞人”
相联系。
以下所述 《夏小正》内容，均据夏纬瑛： 《夏小正经文校释》。关于它在流传过程中所
发生的 “经文”与 “传文”相混问题，夏氏在校释以及 《后记》中已予说明讨论，兹
不赘。



分辨的鸟类有十多种，包括雁和鸿雁、雉和玄雉 （野鸡）、鸡、玄鸟 （燕子）、仓庚
（黄鹂）、鴽 （鹌鹑）、 （伯劳）、鸠、鹰、爽 （也是一种鹰）以及雀，大抵都是候
鸟和鸣禽；其次是兽类，有熊、罴、貊、貉、獭、狸、豺等大型食肉猛兽，鼶、鼬、

鼠、田鼠等啮齿类动物，以及麋和另外一种不明属种的鹿科动物；再次是昆虫，有
四种蝉，即良蜩、唐蜩、寒蝉和札，此外还有蝼蛄、浮游 （蜉蝣）和蚂蚁；最后是
水生和两栖动物，有鱼和蜮 （蛙），还有蛤和蜃这两种软体动物。① 它们的活动都指
示着特定的时间变化。

动物物候大抵与动物行为有关：以鸣叫行为最多，其次是迁飞 （指鸟类）、启蛰
（如鱼类上浮水面、野兽入穴冬眠、田鼠出没）、捕食 （如獭祭鱼、鹰始挚、狸子肇
肆）、生殖 （如鹿从、鸡桴粥、浮游有殷），以及被误认为 “化生”的行为；此外就
是 “麋鹿解角”这个特殊动物生理现象了。由此可见，《夏小正》主要通过观察动物
活动规律来把握时序。

《夏小正》记载了近３０种植物，其中柳、梅、杏、杝桃、桐、桑、枣、栗、麻
等属于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则有黍、麦、瓜、韭、芸 （芸苔）、蓝蓼、缟 （一种莎
草）、堇 （堇菜）、王萯 （香附草）、幽 （即葽，狗尾草）、雚苇 （芦苇）、苹 （浮萍）、

荓 （扫帚草）、鞠 （即菊）、蘩、识、荼、兰等等。它们有的已被驯化栽培，有些属
于野生但可供采集，大部分具有经济价值，可为人们提供食物、衣料 （包括纤维、

染料或用于养蚕）和香料。其中不少种类在固定时节开花、结实，具有时间指示意
义，故而被当作物候，只是用词不尽相同：禾本科植物开花一般称作 “莠”，其余或
称 “荣”、或称 “华”、或称 “稊”。

值得注意的是，《夏小正》所载之动物多有水生种类，不仅有鱼、鲔鱼与蛙，还
提到了 “剥鱓”。鱓即鳄鱼，皮可以蒙鼓，“剥鱓”则是捕杀鳄鱼而取其皮。这一记
载非常重要，说明当时鳄鱼在淮河流域还是习见动物，故 “剥鱓”成为一个生产事
项。植物之中，水生和湿生种类亦占据一定比重。这些情况暗示所在区域自然环境
具有低湿、多水的特征。

所有这些被种植、饲养、采集和捕猎，被列为物候，乃至被清理和驱除的草、

木、鸟、兽、虫、鱼，是支撑其时其地人类生态系统的主要生物资源，是经济生产
和社会生活的自然基础。该书所列３８项活动，与经济有关者３６项，其中８项可归
入大田生产，包括修缮农具、整理疆界、平整黍田、种麦、祈求麦作丰收、收麻子
和灌水清除杂草 （灌荼）；蚕桑生产和制衣活动也有８项，包括摄桑萎扬、启灌蓝蓼
（分栽丛生过密的禾苗）、采蘩、养蚕、执养宫事、乃衣、玄校、王始裘；果品生产
与加工５项，包括煮梅、煮桃、剥瓜、剥枣、栗零 （收拾掉落的栗子）；野菜和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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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小正》云：“雀入于海为蛤”，“玄雉入于淮为蜃”，实际上是 “雀”和 “玄雉”这两
种鸟类定时出没于水际的情况，古人受直观经验局限，误认为动物的化生现象。



采集４项，即采芸、采识、取荼、蓄兰；与动物相关的经济活动则有饲养羊羔、养
马、捕鱼、捕鳄、狩猎等。此外还有 “纳民蒜”（统计人口）和 “颁冰”（分授冰块）

这两项重要活动，显然是统治者的事务，进一步说明了 《夏小正》的官方性质。所
有这些活动并非都与特定物候一一对应，但与 《七月》相比，其根据物候把握时令、

安排事务的意图更直接，更清楚地呈现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因应关系。

要之，《夏小正》这个篇名、其中的星象指时方法和其他一些具体内容，都证明
它具有统治者颁历授时性质，不同于 《七月》诗的民间生活纪实。其经文完成时间
虽很可能晚于 《七月》诗，但所载之物候知识应当流传已久，不能否定其古老性。①

古代 《月令》类著述一直都把 《夏小正》作为一个主要思想知识源头，这篇简短文
字确实率先明确地排列了诸多社会活动与自然变化之间的时间对应关系；其以草木
生、发、荣、华、莠、稊和各种动物行为作为指时标识，基本上都被后世继承下来，

实际奠定了古代物候历的基础，亦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社会节
奏顺应自然节律。

二、副天之所行：《月令》的人与自然关系建构

古人曾以 《礼记·月令》为周公所作，但汉人郑玄已指出其中官名、时、事多
不合乎周法，认为它本于 《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系好事者摘编而成篇。对比
二者内容，确如唐人孔颖达所说：“不过三五字别。”② 但究竟何时所作、传承关系
如何？两千年来一直聚讼纷纭，直至近代仍然存在多种不同意见。

前贤所举 《邹子·月令》、 《周书·月令》、 《明堂阴阳·月令》及 “晋太史之
学”，如今皆不可见；《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淮南子·时则训》和 《管子》的
《幼官》、《四时》、《五行》诸篇则皆存世。将它们与 《月令》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前
二者与 《月令》几乎全同或大致相同，《管子》诸篇则差别很大，学者认为属于另外
一个系统。③ 此外， 《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以前阴阳家凡２１家，又有五行家
《四时五行经》２６卷、《阴阳五行时令》１９卷，说明当时存在不同的时令系统，传习
有许多不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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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游修龄指出 《夏小正》所载的动物物候明显多于植物物候，认为这 “说明 《夏小正》
的古老性，那时生产结构中狩猎采集占很大的比重。”（游修龄：《〈夏小正〉的语译和
评估———与郭文韬先生商榷》，《自然科学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１４ 《月令第六》，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

１３５２页。
《管子·幼官》将一年划分为 “三十时”而非二十四节气，与 《月令》明显不同。 （参
见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 〈玄宫〉和 〈玄宫图〉》，《管子学
刊》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２０世纪以来陆续出土的简牍、帛书，为探讨 《月令》渊源提供了新材料。１９４２
年长沙东郊杜家坡 （子弹库）出土楚国帛书记述了日月天象、四时和十二个月的名
称及禁忌，陈梦家认为是公元前３５０年前后楚国的 “月令”，是与 《十二纪》和 《月
令》不同的 “诸侯王的时宪”。他推断：“时令、月令一类的篇章，在汉以前至少有
三系：楚帛书，齐 《玄宫图》和秦十二纪。在汉初以后的 ‘月令’虽有六七种本子，

大致上承袭十二纪的传统，稍有改异而已。”① 李零则认为该 “帛书与 《月令》性质
相近，但形式较 《月令》诸书更为原始，没有复杂的五行系统；内容也比较单一，

没有 《月令》诸书那种说礼色彩，只讲各月禁忌”，其性质更接近历忌之书，《月令》

应是从这种东西发展而来；② １９７２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汉武帝初年墓葬）出土

竹简中有 《禁》、《三十时》、《迎四时》、《四时令》、《不时之应》等篇，都可与 《月
令》对读，属同类性质。尤其是 《三十时》，虽有残缺，但列举气候、物候和应举、

当禁事项众多，所采用的时间划分方法与 《月令》明显不同，却与 《管子·幼官》

一致，实即流传于齐地的一种较早的 《月令》；③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甘肃敦煌悬泉置
遗址出土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汉平帝元始五年由王莽主持颁
布，整理者认为它 “只是从传世的 《月令》中抽选出与基层及百姓有关的内容制定
成条文”；④ １９８６年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的 《人月吉凶》、 《日忌》、 《月
忌》、《四时啻》等，⑤ 则大抵是民间时忌之书。这些情况说明：《月令》知识系统既
非单一起源，亦非单系传承，早先曾有多个系统的 “时宪”，至少齐、楚、秦各自有

之，民间则有 “月忌”之类，反映了不同地方的时令知识。
《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是对早期月令知识思想的一次大整合，意义重大。

从该书编纂过程与性质推测，应是以秦历为主、杂采列国 “时宪”特别是齐国历法
撰成。该书问世后，各地传承的 “月令”并未随即消失，直到东汉时期仍有所谓
“今月令”，说明汉代人还续有新编，但都未能流传下来。马融等人把本于 《吕氏春
秋·十二纪》首章的这份 《月令》编入 《礼记》，曹魏时期又将 《礼记》确定为 “三
礼”之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由于有这些事件发生，如今所见之 《月令》

借助儒家经典而取得正统地位和权威性，并得以千载流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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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６页。
参见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贰），北京：文物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０８—２２５页。
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年，第４２页。
参见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王梦鸥考证魏晋隋唐时期 《礼记·月令》屡经修订、改造，北宋仍复郑玄注本之旧。（参见
王梦鸥：《读 〈月令〉》，《国立政治大学学报》（台湾）第２１期，１９７０年，第１—１４页）



被收入 《礼记·月令》的这些内容是在中国农耕社会走向定型、大一统政治逐
渐确立的历史进程中编集完成的。诸侯国家原本各有一套时宪，后来又有同系异本
之类情况，但最终都归于 《礼记·月令》一统。这一古代历法、时令知识思想逐渐
统一的过程，应当结合战国秦汉时代华夏统一、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加以认识。

《月令》叙事以月份为序，排列在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的众多事项，可
以划分为自然和社会两大系统：自然系统包括星象、气象和物候等等；社会系统则
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祭祀、乐舞、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两个系统之间具有明
确的时间对应关系：星象、物候变化是时序更替的表现，亦是确定社会活动时宜的
依据；自然变化的节律，决定了社会活动相应的节奏。

《月令》对天子起居和百官政事的安排，是一套相当理想模式化的制度设计，顺
时而动的原则被高度凸显，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 “副天之所行以为政”。① “天之
所行”并非虚幻、抽象和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具体表现为星辰移动和周遭环境中
具有节奏的寒暑往来、草木荣枯、昆虫启蛰……人间的活动必须认识和顺应这些变
化，即知天时和顺天时。

如何知天时？仰观星象当然是一个重要方式。《月令》依据的星象是十二个月初
太阳所在的赤道宿次，以及昏、旦时分出现于南中天的星宿。② 然而俯察物候仍然
是更实用而普遍的方式，《月令》基本继承了 《夏小正》中的物候，对风雷、虹霓、

雨水、冰凌等气象现象的关注则显著增强，若都算作物候，则所载的物候达到８０多
个，③ 比后代定型的 “七十二候”还多。知天时，还包括对不同月份自然变化总体
特征的把握。《月令》对每个月份的自然特征都做了简要概括，这些特征是逐月安排
各种事务的原则依据，决定了其间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

如何顺天时？《月令》有许多具体规定：除天子生活外，共记载了经济事务５９
条，涉及农耕、牧养、采集、狩猎、加工、商贸等诸多方面；其他事务５３条，包括
迎时、出入、赏赐、宴会、赈恤、刑罚、习武、兴筑、关防、祭祀、磔禳、占卜、

乐舞……此外还有各月禁举之事３９条，即所谓 “时禁”。所有这些活动都遵循一年
之中自然变化的主旋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展开：春季主旋律是阴阳交
合，天地和同，万物萌生，故人事以助生、护生相应；夏季主旋律是阳气鼎盛，生
物 “继长增高”，人事应之以助长；秋季阴气滋长，阳气内敛，时主肃杀，人事则以
兵刑、敛藏为主；冬季阴阳分离、天地不通，万物闭藏，人亦以固藏、静养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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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３５３页。“副”的
意思是顺应、顺随，亦暗含辅佐、符合等义。
《淮南子·时则训》根据招摇 （北斗）指向而非太阳宿次，其余两者相同。 （参见陈美
东：《月令、阴阳家与天文历法》，《中国文化》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陈美东列表统计为９０个，因他把 “麦秋至”和 “登谷”等亦算作物候。



总之都要根据天地时气变化，顺应自然节律而开展活动。①

从 《夏小正》到 《月令》，发展进步十分显著：《夏小正》属于授时颁政的早期
形态，《月令》则是一个成熟完备的体系，思想理论性、知识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都
得到了很大提升，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点：

首先，采用了 “四时”、“五行”框架。“四时”、“五行”尚未见诸 《夏小正》，

可能是战国时代才开始流行的。《月令》因为 “五行”框架平添了高深莫测的神秘色
彩，但剥除其神秘外衣，则可见其总体框架是由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草木、

鸟兽鱼虫、祖宗神鬼，以及帝王、后妃、百官和四民共同构成的庞大自然—社会系
统，天、地、生物和人彼此感应，交相作用，一切都按时间规则有序地运行，呈现
出一幅自然—社会整体互动的全景图像。从环境史角度来看，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
形式变化，而是试图将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系统理论化的一种努力。古人论说世界各
种事物之间的 “生态关系”及其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始终都将 “阴阳五行”和天、

地、人 “三才”② 作为基本理论框架。

其次，明确了顺时而动的政治活动准则。作为一套服务于王官政治的制度设计，

它整合长期积累的天象和物候知识，以明 “天之所行”（天时）；逐月列举天子生活
和种种国家政务，以与 “天之所行”相副。这套准则，首先是要规范天子的活动，

因其作为上天意志的代理人，必须上应天道，下为百官、四民表率，“天命”意识昭
昭可见；百官的所有政务亦须与日月星辰移动、阴阳时气升降、四季寒暑消息和生
物启蛰荣枯相应。用文学化的语言来形容，就是要与天地同行，与万物共舞。一言
以蔽之：顺时而动。

再次，对违时行为制定了明确的禁令。它不仅规定了各种政务的时宜，而且规
定了不同月份之所不宜，包括禁止违时樵采渔猎、发兵动众、兴建土木和从事其他
某些政治大事和生活小事，以保证动植生物以时孳育、农业生产及时开展、饮食起
居、将养休息有节。其中关于山林川泽资源的种种 “节用”和 “时禁”规定，直接
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再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环境史研究者频繁引证
并且予以高度评价。不过，其环境史价值并不局限于此，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来
看，《月令》中的所有禁令乃至全部内容都具有环境史意义，因为它的总体目标是规
范和约束人的行为，要求人们顺应天道运行规律，与阴阳消长、万物生息和季节更
替协调一致而不相违逆。用 《月令》自己的话说，就是 “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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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
纲纪。”（《史记》卷１３０《太史公自序》，第３２９４页）关于四时举事的更早说法是针对天子、
诸侯田猎的，《左传》隐公五年云：“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杜
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３，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１７２６—１７２７页）
“三才”，指天、地和人。古代思想家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所谓 “三才”理论。
从 《周易》开始，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都有不少论说，《月令》同样包含着这个思想。



毋乱人之纪”。①

复次，为古老的天诫说提供了依据。它在不同月份都特别警告：违时行令将招

致各种灾祸，包括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疫病流行、人民流亡乃至战争动乱。这无

疑是想借用外在神秘力量进一步强调遵循自然节律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约束人的

行为，属于古代灾异天诫说的一部分。不过，《月令》并未将惩诫的权力完全交给那

位叫做 “天”的至上神，而是着眼于人类行为本身，包含着人类行为自律的思想，

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迷信。并且它还是基于频繁遭受灾害蹂躏的长期苦难经验，反映

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历史面相。

要之，《月令》提供了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其宏大的思想结构。在这个思

想结构中，天、地、生、人是彼此互动、感应和反馈的统一整体，基本逻辑关系是：

自然变化为 “因”，人事活动相 “应”；自然变化规约人间事务，人的行为亦感应于

自然并引起反馈。因此，人们 （首先是统治者）必须参照天象、气候和生物的周期

性变化，形成相应的政治运作、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节奏；必须通过观察天地万物

准确把握阴阳消息和时气变化，遵循 “天行之常”、“地养之则”和 “四时之节”；否

则将引起自然异常、生物不遂，招致各种灾殃。这样，《月令》就从正反两面构设了

一个思想圆融、逻辑严密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支撑这个模式的是自然—社会统一

的世界观和 “天道”、“天时”思想，顺应天道首先体现在顺应 “天时”。毫无疑问，

其中隐含着一种敬畏自然、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深层生态伦理意识。

三、诸子所同：《月令》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情境

一直以来，学者公认阴阳五行家对 《月令》的特殊贡献。冯友兰径直指出：“战

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家的一个重要著作是 《月令》。” “阴阳五行家以传统的术数为资

料，以五行观念为基础，用以解释他们所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他们由此虚构了一个架子。在他们的体系里面，这是一个空间的架子，也是一个时

间的架子，总起来说，是一个世界图式。”② 《月令》被装上了阴阳五行框架，邹衍

及其门徒曾经弄出一套 “四时教令”，这些都是事实，但并非只有阴阳五行家讲 “天

时”，儒家、法家和道家都同样高度重视 “时”与 “政”的关系。换言之，重视 “天

时”，强调顺时施政，是当时知识界共同的思想倾向，《月令》则是那个时代共同观

念和公共知识的结晶。

在儒家思想脉络中，远古圣王就很重视 “敬授民时”。《尚书·尧典》记载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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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１４ 《月令第六》，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

１３５７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１册，第４４３、４５０页。



命四时之官、敬授人时，自然是儒士托古编造的故事，但言之凿凿，王官时政意识
昭然若揭。① 孔子作为春秋时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在其所整理的诸多经典
中体现出了 “天时观”，而且明确自称想 “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
民以时。”② 战国以后的儒家如孟子、荀子和董仲舒，更分别从 “王道”、“王制”乃
至天人哲学高度论说过顺时施政的重要性。

《孟子·梁惠王上》云：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
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
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③
《荀子·王制》说得更加周详，称：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
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
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 鳣孕
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
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④

不论是孟子的 “王道之始”还是荀子的 “圣王之制”，都道出了一个重要历史真相：

那个时代思想家们高度重视 “天时”，与国家日益重视 “农本”和山林川泽资源控制
的经济导向密不可分，敬天顺时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家政治所提出的时代要求。在
农业社会，“天”的重要性首先表现为 “天时”的重要性，而 “天时”主要就是 “农
时”。统治者承膺天命，治理天下，首先就要 “敬授民时”、“不违农时”，保证农业
生产按时顺利进行，保护山泽资源孳育再生。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要求逐渐由农
业推演到其他领域，内涵不断丰富。董仲舒系统地论述了天人相应和 “副天之所行
以为政”的思想。他指出：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
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
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
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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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 《尚书正义》卷２ 《尧典》，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

１１９—１２０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１ 《学而第一》，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

２４５７页。
孙奭疏：《孟子注疏》卷１ 《梁惠王章句上》，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２６６６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５ 《王制篇第九》，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年，第１６５页。



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

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

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

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

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故庆赏罚刑有不行于其正处

者，《春秋》讥也。①

这番议论，几乎就是对 《月令》的注解。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

并非完全出于玄想臆造，而是既有其思想渊源，又有其社会政治经验依据，例如
《月令》等文献所罗列的许多具体事项。

在敬奉天时、顺时施政方面，法家和道家与儒家并无分歧， 《管子》和 《淮南

子》都系统而清楚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管子·形势解》云：“天覆万物，制寒暑，

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

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

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 “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

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② 因此必须遵循 “天之常”、“地之

则”和 “四时之节”，顺时施政；“知时”是顺时的前提，故其 《四时》篇说：“不知

四时，乃失国之基。”③ 其 《幼官》、《四时》、《五行》诸篇一再指出：顺时或逆时施

政，都将感应于天地，导致利弊祸福不同结果，与 《月令》思想正尔相同。④

《淮南子》是西汉道家思想的代表著作，该书 《时则训》采用宏大的时空框架来

解释时令，论说遵循天地四时运行规律的重要性，主张以天地四时为准、绳、规、

衡、矩、权而不失其节。该书其他部分亦时常论及天行之常、阴阳之变、四时之节

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理论构设之系统，事理阐述之详密，同代著述罕有能及。例如

其 《天文训》内容博杂，既讨论阴阳、天地、四时、生物和人情，又解说九野、五

星、八风、五官、六府、七舍、律历、星部等许多方面，详论阴阳消长、四时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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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１３ 《四时之副第五十五》，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卷２０ 《形势解第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６７—１１６９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１４ 《四时第四十》，第８３８页。
《管子》的三十时节划分与 《月令》差别颇大，但两者的 “天人感应”意识、 “四时教
令”思想、五行搭配方法和 “以时禁发”制度等等并无本质差别，故亦为重要的 “前
《月令》文本”，《吕氏春秋》应当有所吸收。关于 《管子·幼官》等篇与 《月令》的关
系，可参见胡家聪：《〈管子·幼官篇〉新考———兼论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年代》，
《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２期；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 〈玄
宫〉和 〈玄宫图〉》，《管子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２期；曲爱国：《〈管子〉与 〈礼记·月令〉
科学思想之比较》，《管子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和万物变化的节奏韵律、福祸利害以及人对它们的应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正是
《天文训》首次完整地记载了 “二十四时之变”，是即流传了两千多年、至今延用的
“二十四节气”。

还有一部重要文献，虽然作者思想派别不明，但同样非常重视 “时政”，这就是
《逸周书》。该书 《周月解》、《时训解》、《月令解》诸篇均与时令有关，其中保存完
整的 《时训解》颇像占候之书，① 与 《月令》并非同一性质，但它从众多物候中挑
拣出了最典型的７２种，形成了所谓 “七十二候”，详细列举了各种物候 “不时”所
预示的灾祸，反映了古人对异常自然变化的忧惧。“七十二候”在北朝时期被纳入了
正史记载。② 至此，中国传统的 “四时”、 “八节”、 “十二月”、 “二十四节气”和
“七十二候”时令划分系统终告完备。

综上可见，《月令》这套东西既非阴阳五行家所独创，更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得
到了当时思想界的普遍认同，属于一种 “公共思想知识”。其在战国秦汉时期逐渐得
到整合、臻于完备并受到尊崇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国家统一、

社会变迁和文化融会的整体历史进程紧密相联，更与 “农本”经济的定型化发展相
伴随行。那时，农业日益成为国家经济的根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予
以高度重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③ 是一个基本国策，而农业生产特别是作
物生长与自然环境寒、暑、燥、湿的周期性变化联系极为紧密，具有强烈的季节性，

稍有稽迟便导致作物歉收，百姓生计维艰，甚则引起社会骚乱，动摇国家根本。正
因如此，人们不断地强调敬奉天时、敬授人时、使民以时、不违农时，甚至奉为
“王道之始”、“圣王之制”。《月令》设计的这套时政礼制，正体现了人们理想中的
“王道”，是一种 “圣王之制”。

四、从王制到民俗：《月令》思想知识的社会化

敬授人时、顺时施政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政治理念，唐尧 “敬授民时”、夏禹 “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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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 《逸周书》及其诸篇，古今学者亦是歧见纷纭。黄怀信判断 “《时训》非汉人所
制，而系春秋所传”，“其时代，当在春秋襄公前后。” （黄怀信： 《〈逸周书〉源流考
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笔者认为：《时训解》归纳的
“七十二候”，内容系统完备，文字简约严整，显然是在前代文献基础上精心凝练而成，
其完成时间应当晚于 《十二纪》和 《月令》，但必在西晋之前。
《魏书》载有 “推七十二候术”，是最早采纳 “七十二候”之说的正史。（《魏书》卷１０７
下 《律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７１６—２７１８页）不过，与 《时训》相
比，所取之事项稍有不同，并且相同物候出现的时间整体向后推迟了约两个 “候时”
（十天左右），颇疑这与北朝处于寒冷气候周期有关，不敢肯定。
《汉书》卷２４上 《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３０页。



夏时于邦国”固系后人编造的故事，① 但商周以降，受年、授时、敬奉天时之类记
载不断增多，《春秋》作为可信的历史记录，曾屡屡讥刺诸侯国君 “不时”和 “非
时”举事的行为，包括不遵守礼制规定非时举行祭祀、渔猎、军事和兴土功等等，

说明顺时而动在春秋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已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则。《月令》这套王官时
政礼制设计虽然相当理想模式化，但并不完全只是象征性的空洞条文，其思想精神
在秦汉国家政治运行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② 若以反向思维来认识 《月令》与
古代政治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其中的许多规定，本身就是从以往政治实践
中归纳、提炼出来的———前代故事被后代引为参照、形成定规甚至著于律令，在中
国古代并不罕见。当它们被结集成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思想和制度文本，对后代政
治自然会产生一定的示范和规约作用。这是一个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
过程。只是这套东西是东汉时期才被编入 《礼记》的，究竟是何人、在何时、因何
故将其定名为 《月令》？尚需进一步考索。③

在此笔者更关心的问题是：从民间和地方经验中逐渐积累起来、逐渐被理论化，

最终被上升为国家政治规范、被纳入儒家经典的这套思想知识，又是如何回到民间
和地方、影响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其对周围自然变化的态度？这个问题以往几乎
没有研究，但对于评估 《月令》的环境史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它始终只是一
种时政观念和国家礼制，能否对整个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及其影响之大小，就完全取
决于统治者是否真地遵循 “圣王之制”；倘若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和奉行，就会成为认
识和适应自然季节变化的一种普遍模式，对整个社会的运行节奏、生活方式和环境
行为都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量史料所告诉我们的，是后一种情况。

在 《月令》思想知识下移、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地方官吏和知识分子担当了关
键角色。汉代既是 《月令》逐渐获得思想权威性的时期，亦是它向基层和地方社会
推广的起始阶段，东汉崔寔撰 《四民月令》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反映了官僚知识分
子把 《月令》思想知识运用于家政安排和农事指导的企图。原书早已散佚，根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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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２ 《尧典》，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第１１９
页；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８页。
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 “以春令成户”说起》，《新史学》（台
北）第９卷第１期，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４页；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５—１７９页；杨振红： 《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
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杨振红：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７—２３３页。
《吕氏春秋》、《淮南子》都不称 “月令”，目前所见题名为 “月令”的最早可信材料是
汉平帝元始五年 （公元５年）颁布的那份 《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也许这个词汇就是
王莽当政时期刘歆等人所造亦未可知，但相关礼制确实早已影响了国家政治的实际运
作。《月令》之所以得名，很可能就是因为朝廷经常颁布按月行事的律令和诏令。



师缪启愉的辑释本，① 它显然是立足于家政需要而 “临摹”《月令》，每个月的具体

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候现象与时气变化；二是以农事为主的经济活动，这是

它的主体内容；三是其他家政事务。

在该书现存的遗文中，物候资料很不完整，相信原书有更多记载，可能因为多

系抄自前人，故后人引用该书之时采录不多。但这不妨碍我们做出如下判断：《四民

月令》在家政层面倡导了顺应自然季节变化的 《月令》精神，亦反映了东汉农家生

活的基本节奏。

农业是传统时代绝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所有农事都必须候时而发、

趋时而动，否则必将导致歉收甚或无收，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因此该书不断使用
“候时”、“及时”和 “上时”之类话语。非农事安排则以不妨碍农事为原则，故籴

粜、习武、教育、交游、聚会等活动一般都在农闲季节。但有些活动本身即具明显

的季节时令性，如三月赈济贫弱亲族，因那时 “冬谷或尽，椹、麦未熟”，青黄不

接，所以要 “顺阳布德，振赡匮乏”；九月存问孤老贫病亲族，乃因时届秋凉、寒冬

将至；夏至和冬至前后要 “寝别内外”，因那两个时节 “阴阳争，血气散”，男女同

寝对健康不利；夏至前后十日直至立秋，时值溽暑，脾胃虚弱，滋味肥浓的食物和

面饼不易消化，故饮食须 “薄滋味，毋多食肥浓”，“毋食煮饼及水溲饼”，② 亦是出

于健康考虑。此外，由于动植物 （可供药用部分）生长具有季节性，而疫病之发生、

流行与寒暑往来、时气变化直接相关，故采药、合药也有固定时令。

作者着眼于一年的家庭 （家族）生活安排，详细谈论了以耕稼为主的各项经济

事务，既谈技术要领，尤重生产时宜，内容占据全书篇幅的大半，体现了 “以农为

本”的家庭生计策略，既是现存汉代文献中对农家经济和生产技术介绍得最全面的

一种，亦是中国古代 《月令》式农书的鼻祖。其他家政安排，主要包括神祖祭祀、

医药养生、子女教育、亲族赈济、乡里交际、屋室修治、习武警守等方面，项数不

及 《月令》多，但主要事务均已包罗其中，清楚地反映：《月令》思想精神开始在东

汉家政事务中发挥指导作用。

随着中华帝国疆域版图不断扩大，国家政治和儒家文化权力逐渐向地方社会延伸，

《月令》思想知识在逐渐进入家庭、发挥家政指导功能的同时，还逐渐走向地方风俗化。

秦汉国家秉承敬奉天时而颁行政令的精神，经常向地方颁布 “律令”和 “诏条”，首先是

出于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同时亦有教化地方、整齐风俗和塑模社会的企图。

梁代宗懔的 《荆楚岁时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反映 《月令》思想知识地方风俗

化的重要著作。③ 该书将南朝长江中游地区的诸多风俗事项排列于十二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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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崔寔撰，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四民月令辑释》，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分见 《四民月令辑释》，第３７、５４、９４、１０４页。
参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框架之中，应是仿照了 《月令》的叙事方式。不过，与 《月令》相比，它具备若干
特点：首先它是以人事 （风俗活动）立目，更具 “人本”色彩；其次，在现存条文
中完全看不到国家政务，亦很少涉及农事，饮食起居、游乐集会和宗教、占候、祈
禳等则成为主要内容。① 它给予我们最突出的印象是：荆楚民众对不同时节的那些
威胁生命健康安全的环境因素特别警惕，多数活动都围绕防疫、避恶、除害而展开，

其中后来演变为端午节的相关风俗最具典型性。② 此外，《月令》主要提倡调整饮食
起居以顺应时气变化；《四民月令》进了一步，在多个月份安排了采药、合药活动；

而 《荆楚岁时记》更重视以各种巫术方法防御邪祟、鬼魅、恶虫、毒物，可见古史
言 “楚人好巫鬼”并非无据，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地域特征。

汉代以后，不少地方官员和文化士绅秉承 《月令》精神，著书立说，劝导民众
根据时气早晚妥善安排家事，及时耕稼。继 《四民月令》之后，农家月令类著述不
断涌现，唐末韩鄂 《四时纂要》、元代鲁明善 《农桑衣食摄要》、明代邝璠 《便民图
纂》、清人丁宜曾 《农圃便览》等，均属此类；非月令体裁的农书 （如清朝官修的
《授时通考》）亦常常建章立目谈论月令时宜。如元代王祯 《农书》不仅专门设立
《授时》篇，讲解如何把握季节变化适时开展生产活动，而且特意创绘了 《周岁农事
授时尺图》（又名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该图为圆盘形状，以北斗为中心 （即以
斗柄指向定时），分圈、依次排列天干、地支、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
候，最外一圈详细罗列１４０项农家事务。持此图者可一目了然地知晓斗柄指向、干
支甲子、季节月份、节气物候，以及与它们所对应的农事。作者显然是想用最简易
的方法指导农民趋时劳作、安排生活，这正是 《月令》精神民间化的体现。

除农家月令著述之外，各种月令式的医疗养生书、家庭生活通书和地方岁时风
俗志记，如 《保生月录》、《岁华纪丽》、 《岁时广记》、 《养余月令》、 《月令广义》、
《清嘉录》等亦不断涌现；非时令类著述专设篇目记述岁时月令者更是不胜列举，宋
元以后的地方志绝大多数都有岁时之类的篇目。所有这些，都促进了 《月令》思想
知识的不断传播和广泛社会化。

两千多年来，敬奉天时、顺时而动的 《月令》思想知识不断扩大影响。但由于
各地自然环境不同，时气早晚有别，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与方式亦伴随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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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俗学家萧放曾比较 《月令》与 《荆楚岁时记》的差异，认为 “上层社会的王官之时
与一般平民百姓的日用之时在文化性质上有着历时的差别与层位歧异。”（萧放：《地域
民众生活的时间表述——— 〈荆楚岁时记〉学术意义探赜》，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６期）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既是 《月令》思想知识下移的结果，亦是中国文明空
间拓展所致，对于考察中华民族认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行为模式及其区域变
化具有重要意义。
王利华：《端午风俗中的人与环境———基于社会生态史的新考察》，《南开学报》２００８年
第２期。



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基于黄河中下游早期经验事实的 《月令》并不完全适用于其他

区域，① 古人亦不可能墨守 《月令》的所有具体规定。因此我们同时看到了两个方

面的重要史实：其一，伴随着中国版图的拓展，华夏文化不断向四方传播，《月令》

思想精神在愈来愈辽阔的地域得到实践；其二，在统一的 《月令》框架之下，不同

区域社会认识和适应自然季节变化的经验知识、技术方式和习惯风俗，愈来愈呈现

出多姿多彩的风貌，中国文明 “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亦由此得到呈现。

结　　语

从远古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逐渐认识所在自然环境的周期变化节律，

殷商民族已有简单的农时划分，擅长农耕的姬周民族通过观察物候把握农时，夏朝

遗民则自有一套 “夏时”知识，其他部族也各有把握和适应自然季节变化的方法。

它们因地而异，原本各自传承，互不相属，或可统称为 “月令的早期地方性知识”。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不断加速，文化交流渐趋频繁， “农本”观念逐步确立，

“天时”愈来愈受重视，地方性时令知识经过文化人士记录、整理和加工，在诸侯列

国 （如齐、楚、秦，或许还有晋国）形成了不同的 “诸侯时宪”，引入礼制，著为律

令，施于政治。伴随着华夏统一的历史进程，各个地方的时令知识逐渐互相杂糅、

汇合并被系统理论化，一个自然与社会相互因应的思想知识体系终于完整地形诸杂

家巨著——— 《吕氏春秋》，组织编纂该书的是秦国政治巨擘吕不韦，实际作者则是来

自列国、分属不同学派的门客。这是 “月令”思想知识的一次大整合，发生于其时、

其地，绝非偶然。战国秦汉诸子对 “天时”和 “时政”的普遍重视令人印象深刻，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共同思想意识。汉代曾经流传的多种 “月令”文本都早已亡佚，

《礼记·月令》乃是儒生取 《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编成，马融之辈何以独取之

纳入 《礼记》令人费解，但它从此确立了正统性、权威性并获得广泛流传的机会，

则断无疑问。此后 《月令》思想知识不断下移和传播，各种时令类著述大量涌现，

分枝布叶，蔚然可观，在指导民众生计、整齐社会风俗中发挥了重要功能。这是一

个由民间和地方经验知识提升为国家时政礼制和正统思想，复由国家政治下移、传

播于民间和地方社会的漫长历史过程。

毋庸置疑，《月令》是应国家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体现了顺时施政的古老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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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代王圻和章潢都曾指出：以北方物候为根据的 《月令》与南方的情况颇有不同。（参
见王圻纂集：《稗史汇编》卷６ 《时令门·总论》，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７
页；章潢：《图书编》卷２２ 《气候总论》， 《四库全书》本，第２３页）六朝以后， 《月
令》的许多具体规定，在国家政治和民间活动中都逐渐不再被当作统一的时间准则而
固守，原因即在于它们与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政治。必须特别指出：中国传统时代 “以农为本”，

农业居于社会经济的支配地位，而农业生产与自然季节变化紧密依存，这是统治者
将敬奉天时、不违农时、顺时而动当作重要施政理念的社会经济基础，亦是 《月令》

思想知识的社会根源。但这套东西不仅用于规范国家政务，亦不局限于劝课农桑、

指导稼穑，而是不断向众多领域推演，上自国家戎祀，下至百姓生活，无不与之关
联。由此，社会节奏顺应自然节律逐渐成为传统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模式。

既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其中的山泽管理制度和资源保护思想———尽
管这些已是非常可贵，而应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估 《月令》的环境史价值和意义。
《月令》构设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世界图景，在这个图景中，各种自然事物和社会现
象，执照一定时空秩序紧密关联，彼此作用，相互因应，体现了一种系统有机、整
体互动的自然—社会观，与现代生态学家所提出的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
统”理论颇有相通之处。① 哲学史和思想史家早就不断论说古代 “天人感应”和
“天人合一”思想，最近不少学者又努力阐发它们的生态文明价值，大家都不约而同
地提到 《月令》，说明了它的特殊重要性。正是 《月令》通过有序排列众多自然事物
与社会事务的对应关系，为古代 “天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 “具象性”经验事实依
据，具体地表达了一种尊重自然、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深层生态伦理观念，对传
统社会的环境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这些乃是它的环境史学核心价值所在。

《月令》还包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时空观和生命意识。它以时间为叙事主轴，其
“时间”呈现在一定空间条件下众多自然与社会事物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动态过程
中，并非抽象的量度；其 “五方”、“五土”亦非抽象的虚空，而是包含着万事万物
及其周期性和有节律的变化，是人类与众多生物动静相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场
域。从 《七月》到 《夏小正》再到 《礼记》，指时方法不断多样化，物候始终是最为
基础而且实用的时间标识。物候是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生命现象，人与周围动植物
本是相互依存的 “生命共同体”，动植物对于人类，既是生产对象和生计来源，又是
参照、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先民以万物为师，细心观察草木鸟兽虫鱼，根据它们的
荣枯、启蛰、出没、往还来把握自然季节变化、确定活动时宜，逐渐形成了一年四
季、八节、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的完整时令系统，这是中华民族认识和
顺应自然季节变化的共同模式，对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运行节奏都发挥了重要塑
模作用，流风余韵至今犹存，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本土文化基质之一。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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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

①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概念，参见马世骏、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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